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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
破解贫富差距难题的路径探索

段　娟

［关键词］　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贫富差距问
题日益突出，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要破解的难题。为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加快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成功探索出了从“满灌式”、“输血式”
到“精准化”、“造血式”脱贫致富之路、从非均衡到统筹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富之路、从城乡分治
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利益共享之路。
［作者简介］　段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江
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目标时指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兼顾效
率与公平，既要鼓励先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２００７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走共
同富裕道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权
益，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２０１３年，习近平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地
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明显加大，这与
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同时也影响到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和谐。努力破解贫富差距难题，提高
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成为历届中央
领导集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一、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贫富差距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成为我国社会
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要突破
的难题。第一，从基尼系数来看，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８
年，从０．４７９上升到０．４９１，２００９年开始下降至

０．４９０，随后逐年下降，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分别为

０．４８１、０．４７７、０．４７４、０．４７３、０．４６９、０．４６２①。总

体而言，尽管我国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但仍超过
了国际上公认的０．４的警戒线，我国的贫富差距
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第二，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之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６、１９９０年的２．２０、

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１、２０００年的２．７９扩大到２００２年
的３．１１。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３年，我国城乡收入比
一直在“３”以上，其中，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均为３．
３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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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２０１０年开始略有下降，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
分别为３．２３、３．１３、３．１０、３．０３，２０１４年城乡收入
比开始降至“３”以下，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２．
９７、２．９５、２．７２①。整体而言，尽管近几年我国城
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还较为
有限，缩小城乡差距依然是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
要任务。第三，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２００５年东、
中、西、东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１．５３１．０１１．０１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为１．９８１．２４１１．４２；２０１５年四大地区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１．３９１．０１１１．
０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１．５７１．２０
１１．２６②。尽管四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有
所缩小，但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东北地区之间的
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第四，从农村贫困状况来看，
尽管贫困发生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７％下降到２０１５
年的５．７％③，２０１６年农村贫困人口４　３３５万人，比
上年减少１　２４０万人，［１］但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还
有５　６３０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８３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和１２．８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的贫
困发生率在１０％以上，民族８省区贫困发生率达

１２．１％。［２］更深的贫困程度、更高的减贫成本等成
为扶贫脱贫的现实困境。面对贫富差距难题，改革
开放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成功
探索出了从“满灌式”、“输血式”到“精准化”、“造血
式”脱贫致富之路、从非均衡到统筹协同发展的区
域共富之路、从城乡分治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利益共享之路。

二、从“满灌式”、“输血式”到“精准化”、
“造血式”脱贫致富之路　　 　

共同富裕的底线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消除
各类绝对贫困人口，使他们也能富裕起来。［３］（Ｐ１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状态。邓
小平曾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８０％，中国
要摆脱贫困，要重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
的改善。为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积极
性的提高，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十一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
步展开。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农村实现了人民公
社体制向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转变，
同时改革了农产品购销体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经
营的积极性。在此期间，国务院还于１９８２年成立
了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１９８４年颁发了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区域
扶贫工作得到有效指导。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施提高了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贫困人
口由２．５亿下降到１．２５亿，降幅为５０％；贫困发
生率由３０．７％下降到 １４．８％；粮食总产量由

３０　４８０万吨提高到３７　９１０万吨，增长了２４．４％；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３３．６元上升至３９７．６
元，年平均增长率接近１７％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
进了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但也有少数地区受地
理环境、资源状况等方面的影响，区域性的集中贫
困现象较为突出。为了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

１９８６年３月，“七五”计划中提出要将“扶植老、
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
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５月，为了规
划、指挥、协调和监督扶贫开发工作，成立了国务
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自此，我国开始
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政策，鼓励贫困地区充
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生产，从根本上消除造成贫
困的根源；确定了２５８个国家贫困县，制定了贫困
县扶持标准，以贫困县为单位，安排专项资金，集
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区域性开
发式扶贫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贫困县经济的发展和

①

②

③

④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测算得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６）》的数据测算得出。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６。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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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３年，农村
贫困人口由１．２５亿人减少到８　０００万人，贫困发
生率从１４．８％下降到８．７％，国家重点扶持贫困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０６元增加到４８３．７元。［４］

尽管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逐步减少，但由
于贫困人口中有一半左右年人均纯收入低于３００
元，离温饱线还有较大差距，而且贫困人口大多分
布在中、西部地区，因此，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的难度日益加大，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１９９４
年，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决定用７年
的时间解决８　０００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
题。１９９６年，《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
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实现扶贫攻坚计划的基本方
针、任务和主要举措，强调要增加扶贫投入，集中
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要安排大型开发项目，严格
管理各项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实行免除粮食定
购任务、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延长扶贫贷款
期限等优惠政策。同时，还提出了东西对口帮扶
的政策措施，指出对口帮扶的任务要落实到县，协
作要落实到企业和项目，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
贫困县共同开发当地资源。通过一系列扶贫开发
政策的实施，到２０００年底，基本实现了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３　２０９万；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１　３３７元；国家重点贫困
县农业增加值增长５４％。［４］

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逐步完成，还有少
数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特别贫困人口，有待
解决温饱问题。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致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举措。２００１年，《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提出要解
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同时使贫困地区生产生
活条件和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根
据纲要精神，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共投入２　０４３．８亿元用于扶贫开发，其中，累计投
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各省自行确定的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１　４５７．２亿元人民币，占总投入

的７１．３％。［５］扶贫政策还与区域政策、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结合，加大了对
贫困地区人民医疗方面的救助和补贴；将符合条件
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在中西部给予
大量扶贫资金，帮助贫困地区快速脱贫等。随着全
方位帮扶体系的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不断
增强，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１７％；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１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基本农田

５　２４５．６万亩；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９５．２万公里，

新增教育卫生用房３　５０６．１万平方米。［５］同时，这一
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２０１０年，农村扶贫标
准增加到１　２７４元，按此标准衡量，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２％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８％①。

随着扶贫事业取得较大进展，中国取得的减
贫成就也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世界银行认
为，１９８０以来，中国减贫人数占世界发展中国家
减贫人数的７０％以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０５
年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
标中贫困人口下降一半的目标。［６］但同时连片特
困地区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２０１１年，国家颁布
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
出要提高扶贫标准、贫困退出后国家政策不减、加
大１４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建立扶贫监测机
制等政策。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
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思路。２０１４年，《关于创新机
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关于建
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扶
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相继出
台，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
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尽部署。２０１５年６月，

习近平在贵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
上提出了“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１０月１６日，习
近平在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
“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和确保２０２０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主要途径；１１月２９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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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提出在具体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寻
找扶贫对象、严格资金使用、措施落实到户、派出
工作人员、脱贫成效评估等环节都要力求精准到
位。２０１６年，国家继续深化精准扶贫工作，《关于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要深入实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
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
《关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指出，要坚
持以“六个精准”统领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精
确瞄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实施精准扶贫
脱贫工程，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做到真扶
贫、扶真贫、真脱贫。《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要聚焦脱贫攻坚，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要求，把被帮扶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作为工作重点，帮扶资金和项目瞄准贫困村、贫
困户，真正帮到点上、扶到根上。２０１７年“两会”工
作报告中指出，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加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开发，改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育和健
康扶贫，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增强贫困地区
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
取得较好成效，２０１６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４　３３５万人。［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从３　２７３元增加到６　６００元①。贫困地区饮水安
全、道路交通、电力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全面
完成，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目标基本完成。

从“满灌式”、“输血式”到“精准化”、“造血式”
脱贫致富之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径，
积累了使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
要经验。首先，“精准化”、“造血式”脱贫致富之路
更加重视贫困人群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强调内
源扶贫、教育脱贫、精神脱贫等，对于培养贫困人
群的内生发展动力意义重大。其次，政府的扶贫
模式由自上而下开发式扶贫模式到自下而上参与
式扶贫模式，再到两者之间的有机整合的转变，扶
贫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强调与社会力量、非政府组

织力量的参与合作，也是提高扶贫成效的重要经
验之一。再次，随着扶贫工作的日益艰巨，中国的
扶贫开发工作还强调政策整合，扶贫开发政策逐
渐实现了与支农惠农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相关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区域协调
发展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充分整合，全面推进了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从非均衡到统筹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富之路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
衡的多民族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缩
小区域差距，统筹区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路径。受平衡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改革开
放前，基于对旧中国工业布局状况和国防安全等
方面的考虑，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加强了内地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追求的是一种
低水平的平衡，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反
过来也削弱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能力。随着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同时，邓小平在《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以产生极大的示范
作用，带动其他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先富
共富”思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缺陷，强调通过增长
极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落后地区发展，从而促进
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基于国民经济指导方
针的转变和“先富共富”的区域发展思路，我国实
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不断加大对
外开放的步伐，并在财税、产业布局、投资等方面
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优惠政策。将全国划分为东
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并根据三大地带的
资源条件、经济基础等，安排不同的投资项目，促
进了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４．６３％，中部
地区年均增长２．９２％，西部地区年均增长３．
５３％；而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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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８．２８％，中部地区年均增长６．７３％，西
部地区年均增长７．１％。［７］（Ｐ４０）但由于区域经济非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过于注重效率，也导致地
区发展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地区发展差距日
益扩大。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中部地区人均社会总产
值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例由６８％下降到４５．４％；
西部地区人均社会总产值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例
由５２．７％下降到２３．９％。［８］（Ｐ５５）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推进，针对我国区域
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间，我国开
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１９９５年９月，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坚持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

１９９７年９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
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１９９９
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全面实施。１９９９
年９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
发战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
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１０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在内的
“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
本原则。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２００７年，东部、中部、西部、东
北 ＧＤＰ增长率分别提高到１４．１７％、１４．０７％、

１３．９４％、１４．２３％①。虽然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的ＧＤＰ增长率已逐步赶上东部地区，但中国经济
总量和生产力布局仍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这种
集中化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进一步

缩小区域差距，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作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针
对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区
域政策的制定更加细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
格局逐步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和“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经济新的增
长点不断涌现；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国内市场与
国际市场进一步打通，区域开放合作力度日益加
强。２０１５年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总量排名前三名
的依然是广东、江苏、山东，重庆和西藏经济增速

１１％，排名并列第一。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

５年超过东部地区②，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逐步
缩小，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总体增强。

从非均衡到统筹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富之路，
作为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
展路径，彰显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公
平与效率关系的历史经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过
分注重公平，忽视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导致国民
经济发展整体效益低下。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
略过分注重效率，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循环积累
因果效应”和“马太效应”日益明显，致使区域冲突
加剧和区域差距拉大。区域统筹协同发展战略的
推进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强力联合，引导区域经济
逐步走向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良性发展轨道，最
终将实现区域共同富裕。

四、从城乡分治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利益共享之路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
要求。长期以来，城乡分治影响了城乡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城乡就业
程度来看，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差距较大。２００１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６８０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３．６％③，而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约为１．６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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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左右，就业压力较大。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来看，２００１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２４４．８元，
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８４１．２元，两者之比
为３．４４∶１。２００３年，两者之比增加到４．０４∶
１①。从城乡社会保障程度来看，据统计，２００２
年，城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分别为２　０６４．７
万人和４０７．８万人，两者之比达到５．０６１②。

面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２００５年，十
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
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２００６年３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一概念。２０１２年７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１１月，中共十
八大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以“一体化”促进“均等化”。２０１７年，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指出要有步骤、分阶段
推动规划、政策、投入、项目等同城化管理，统筹设
施建设和人员安排，推动城乡服务内容和标准统
一衔接。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
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补齐农村和特大镇基本
公共服务短板。鼓励和引导城镇公共服务资源向
农村延伸，促进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辐射。

具体而言，在统筹城乡就业方面，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
作的通知》。２００６年７月，政府启动统筹城乡就
业试点工作。２００７年，《就业促进法》颁布实施。
这一年，中国城乡从业人员达到７６　９９０万人，其
中城镇２９　３５０万人，乡村４７　６４０万人。２０１０年，
城镇新增就业达到１　１６８万人，全国农村外出劳

动力达到１５　３３５万人。２０１１年，我国开始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全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１　２２１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５　２７８万
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１５　８６３万人③。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
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大对困难人员就业援助
力度，确保零就业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困难
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农民工
输出输入地劳务对接。２０１６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７７　６０３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４１　４２８万人。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１　３１４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４．０２％。全国农民工总量２８　１７１万人，比上
年增长１．５％。其中，外出农民工１６　９３４万人，增
长０．３％；本地农民工１１　２３７万人，增长３．４％。［１］

在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方面，２００９年９月，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
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
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相结合，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国２７个
省、自治区的１　９１４个县（市、区、旗）和４个直辖市
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年末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
数３２　６４３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８　５２５
人④。２０１６年底，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为５０　８４７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２　５０１万人。［１］

在统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２００７年７月，国务院发出
《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
知》，指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将
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
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自２００７年实现全覆盖以来，低保对象人数从

①

②

③

④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１２）》的数据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社会服务统计资料（２０１２）》。

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７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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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的４　３０５．５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４　９０３．６
万人。低保经费的规模也保持上升势头，从２００８
年的２２８．７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９３１．５亿元①。

在统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方面，２００９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覆
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２０１１年，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在城乡医疗
卫生体系建设方面，２００４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数达到３２７万张，卫生人员总数５３６万人；２０１０
年末，床位达到４７９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到８２１
万人；２０１６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达到７４７万张，
卫生技术人员８４４万人②，遍及城乡的卫生医疗服
务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在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方面，２００３年１月，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
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

２００６年１月，卫生部等７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快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７年

３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国参加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４７　３４３万人。２０１１年，全国
参加新农合人数为８．３２亿人，参合率超过９６％；各
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１２０元提
高到２００元，有效增加了新农合基金规模；新农合
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６０％提高到

７０％左右，最高支付限额从３万元提高到不低于５
万元，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③。２０１６年，全年资助

５　６２０．６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加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７４　８３９万人。［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共享是实
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
判》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
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９］（Ｐ４３３）共享发展需要秉
持公平正义的精神，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公正平
等的权利和机会。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
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

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１０］（Ｐ１）关于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
求。”［１１］（Ｐ９６）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
村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分治成为实现共享发展和
共同富裕的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
共产品和服务，牢牢守住了民生底线，遵循了社会
公正发展的要求，坚持了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
可持续的方向，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
享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五、结　语

通过破解贫富差距难题的路径分析，能清晰
地看到历届党和政府在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缩小区域差距、增强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改善城
乡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等方面付出的艰辛和努
力，同时也应看到，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城乡差距、
贫富差距等相对缩小，但共同富裕的进程依然任
重而道远。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富裕，由于存在
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条件的差异和不同人群之间人
力资本水平的差异，现实中也很难实现平均富裕。
因此，我们要客观承认社会差异，也不能消除社会
差异。共同富裕是指社会差距相对较小，且可管
理可调整。［３］（Ｐ１１）为此，应以理性的思维看待共同
富裕进程中存在的各种差距，这些差距有些可能
是客观必然的，有些可能是通过主观努力能够解
决的，应从历史的角度、制度政策以及社会转型方
面探究这些差距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应以系统、
辩证的思维来寻求难题的破解路径。实现共同富
裕是一个系统工程，精准扶贫、区域统筹、城乡统
筹等政策在破解共同富裕难题时并非孤立运行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８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根据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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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唯
有注重整合衔接，破解的路径才能更加精准实效。
在精准扶贫政策制定中，要以区域统筹和城乡基
本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重视连片贫困地区、老少边
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加强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教
育、医疗等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政策有效接轨，达
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贫困人口利益共享双重目
标的实现；在区域政策的制定中，要继续加强对欠
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坚持
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进行东西协作和对口帮扶，
同时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在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的实施过程中，要在
劳务输出、教育卫生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
得新进展，同时注重激发各地区的内生动力，因地
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制定基本服务均
等化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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